
156

国际新闻界  2017.08

被嵌入的主角：
报刊基层化中的国民党县级党报

朱至刚  李淼

摘要

本文以对县级报刊在1928、1936、1941三个不同年份的分布和归属类型为线索，试

图复原在此期间中国报刊基层化的走势与动因。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党报在县报

的空间扩展中扮演了主角。由于资源获取方式上的差异，党报与民营报刊本不存在彼此

消长。但就当时中国普通县份的普遍状况而言，却更有利于被作为组织构成部分，而被

自上而下嵌入的党报迅速生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富庶县份大多沦陷，大报发行

网络的弱化，国民党党报在战区各省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在县级的空间分布优势，也在客

观上充当了基层新闻流动的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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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bedded Protagonist: the Kuomintang County Party 
Newspaper in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ZHU Zhigang, LI Miao

Abstract
Follow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attribution of county newspapers in 1928,1936 and 1941, 

this paper tries to restore the trend and motiva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s, the KMT party newspaper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space expansion of the county newspaper. Due to differences of resource access , party 

newspapers and private newspapers did not affect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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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eneral county, it was more conducive to the organization as a component embedded in a 

top-down party newspaper to get a rapid growth.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Kuomintang party newspaper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dvantage further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he theater provinces, but also objectively was acted as the main vein of grass-

roots news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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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之于中国，本是外来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基层的普遍出现，也就

标志着“近代化”已在此广泛延伸。若能对其间的演进动因有所把握，就可略为管

窥此中的宏大变局，如何在这个广袤的领土国家渐次展开。而且，如果视野不局促

于都市，在对本国报刊史的考察中，此中图景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面相。本文以

“县”为考察单元，出于三点原因。第一，在1954年以前，县向来是最低级的正式

政区。在行政级别对资源流向至关重要的中国，它的基层属性应当是不言而喻。第

二，自清代中期以来，绝大部分的县疆界很稳定，因此适用于跨时段的比较。第

三，普通县份为数众多（约1700个），彼此又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就为以

数量判别趋势、从比较中提炼脉络提供了可能。1

当然，要复现这一过程，既要以社会情境的整体不变为背景，更需以相对全面

的资源为线索。在已公开的文献里，对刊期在一旬（10天）以内（下同）的全国报

刊较为全面（虽说不见得详尽）的记录，始于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1929年所作《全

国报馆调查录》。2虽说从时间上看有些遗憾，也只能以此为考察的起点。在此后的

20多年里，全面抗战当然是影响最全面也最深远的事件。因此，后续的材料也就分

别来自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1936年出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

事业处编《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1年印行）和行政院新闻局编《全国报社通

讯社杂志社一览》（1947年印行）。这三个年份分别在这场战争的前夕、相持阶段

和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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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前县报的空间扩展及其成因：基于1928年和1936年的报刊分布

1929年版的《全国报馆调查录》记载了1928年底全国1223份日报、二日报、

三日报、周报、旬刊，它们分布在25个省级单位的263个城市。按照相同的统计口

径，到东北已沦陷的1936年，在其余省区的451个城市，共有报刊2032家。在这两

个时间点上，各个层次有报刊城市的数量以及报刊种数，可见表1。这里的“省级

城市”包括了省会和南京、上海、北平、青岛4个院辖市。至于“次中心城市”，

在1928年依据的是此前各府和和直隶州的首县，在1936年则是指刚在各省设立的行

政督导区公署所在地和已设立的省辖市。它们不仅名单相近，更重要的是都能凭藉

级别优势，在比县广阔得多的区域内吸纳和集聚资源。3 

 

从表1可见，在此期间，位于普通县份的报刊（以下简称“县报”）的总体成

长相当明显。即便东北不幸沦陷，全国有报刊的县数和县报的总数分别增长了129%

和77%。由于县报的覆盖范围大多仅限本地，对报刊的空间分布而言，前一项指

标的意义自然要大得多，接下来的探讨也以此为侧重。5许晚成编《全国报馆调查

录》还标注了各份报刊的归属情况，据此可将县报分为民营报刊、国民党党报和由

县政府、官办的民众教育馆、教育会和公立学校创办的非党官报（以下简称官报）

三类。参照各省、市、县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对1928年的报刊也做同样的分类和统

计，可得表2。在此期间，县报的空间分布既有扩张，也有收缩。表3即是在此变化

中，这三类报刊的状况。因为不是每个县只能有一类报刊，表1和表2有三类报刊的

县数加总大于有报刊县总数。而且，在这两个年份都有报刊的90个县，它们也各自

在进退消长，所以1936年有各类报刊的县数，就不是在1928年的基数上，简单加减

表2中的对应数值。

表1：1928年和1936年全国刊期在10日内报刊分布状况4

1928年 1936年

省级城市24个，报刊647种 省级城市22个，报刊644种

次中心城市89个，报刊288种 次中心城市92个，报刊366种

普通县份150个，报刊288份 普通县份337个，报刊511份

表2：除东北外，各类报刊1928年和1936年在县层级的分布情况

有报刊的县 有民营报刊的县 有党报的县 有官报的县

1928年 147 56 46 83

1936年 337 110 220 90

增长幅度 131% 105% 378.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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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表中不难看到，从1928年到1936年，报刊在县这个层次扩展很明显，国

民党党报进多退少，在其中担当了主角。从表4所列情况，还可看到在县级报刊与

同期党报增长幅度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正相关。只有河北是例外，它的县报扩展主

要是由官报（17家）承担，这个数字在全国也是最多的。原因应是迫于日本压力，

国民党党组织从1935年起很难在平津冀公开活动。（刘志鹏，2016）

表3：除东北外，各类报刊在1928年和1936年报刊有无情况逆转的县分布情况

总数 有民营报刊的县 有党报的县 有官报的县

1928年有1936年无报的县 54 19 20 32

1928年无1936年有报的县 244 64 155 61

表4：除东北外各省1928—1936有报刊县与有党报县增长情况

省区
1928年有报
刊县数

1936年有报
刊县数

增长幅度
1928年有党
报县数

1936年有党
报县数

增长幅度

河北 4 41 925% 1 16 1500%

安徽 2 17 750% 2 11 450%

江西 3 18 500% 2 9 350%

山东 10 58 480% 2 52 2500%

湖北 2 10 400% 0 9

浙江 7 29 314.29% 4 19 375%

福建 2 6 200% 2 1 -50%

湖南 14 40 185.71% 5 30 500%

广东 6 17 183.33% 3 14 366.67%

江苏 20 46 130% 9 34 277.78%

山西 4 4 0 3 1 -66.67%

河南 13 13 0 1 5 400%

四川 39 25 -35.9% 9 10 11.11%

广西 13 2 -84.62% 3 1 -66.67%

陕西 1 0 -100% 0 0

云南 0 3 0 3

宁夏 0 1 0 1

察哈尔 0 1 0 0

甘肃 0 3 0 1

绥远 0 2 0 2

青海 0 1 0 1

总计 147 337 140.71% 46 220 3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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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报何以成主角：以战前江浙两省县情为主要线索

从表1和表2，还可看到在此期间，官报情况变化不大，而有民营报刊的县数增

长幅度远不及同时期的国民党党报。须知早在1897年，民营报刊就已在这个层级出

现（江西萍乡的《菁华报》）。为何在起步早近30年，自身成长速度也不低的情况

下，它们的基层分布广度会被国民党党报大幅超越？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办报必须有相当的资源支撑，而这两类报刊维系方式大有

差异，因此它们的生存对所在环境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从《如皋导报》的情况，

应能大致摸到要维持县报需要多少钱。按照如皋县党部在1930年的估算，这份对开

一张、每日印刷1000份的报纸，每月要用去760元，其中印刷费412元、生活费228

元、稿费120元、杂费50元。（江苏党务半月刊，1930）由于生活费和杂费都是刚

性支出，即便印张较小或是印数较少，成本总量也不会等比例地减少。正如前揭，

县报的发行范围大多局限本地，民营报刊又是以报费与广告费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因此，无论是通过市场购买，还是付诸无偿赞助，各县的财力如果不达到一个基

本水准，就很难支撑它们的存续。虽说仅据已公开的材料，尚不足找到精确的临

界值，但以各县的财政预算收入做参考指标，仍能大致推测。在1936年，江苏（26

个）和浙江（12个）有民营报刊的县数分列全国第一、二位，表5所列，就是这些

县的名称，括号内的数字是它们预算收入在本省所有普通县份中的排序。当然，纵

使本县财力充裕，也未必会有人办民营报刊，因此这些县的排名不完全连贯。如果

考虑到六合（409669人）、宝山（189418人）、句容（315671人）、扬中（184435

人）、于潜（65320人）的人口数都远少于本县各县的平均数（江苏600500人、浙

江269300人），从这份名单就差不多能看到门槛所在。

泗阳的情况亦可作为旁证。它的预算收入排全省42位，人口（586548人)却并

不为少。难怪从民国初年开始，民营报刊屡办屡断。就此而言，朱汉章的解释可谓

切中要害，而且适用范围还不止于它，“本县（泗阳）工业无大规模之经营，所有

店铺、资本渺少，对于报纸广告，辄多吝而弗登。间有一二，亦不过办报人员，敷

衍架事，以补空白。此种原因，实由报纸之本身不甚健全，果其完善，则销数激

增，而广告效力亦愈大，登者亦愈众矣。然而经济拮据，欲求完善，又岂易哉。” 

（朱汉章，1935）江苏和浙江自元明以来就是最富庶的两个省，这里尚且如此，县

级的民营报刊在全国能够有多少可生存空间，自然不容高估。例如在普通县数最

多（129个），也不算贫瘠的四川，此时只有7个县（丰都、富顺、广元、合川、梁

山、彭水、万县）各有1份此类报刊，而在陕西、宁夏、青海、绥远、云南、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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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它们都不见踪影。按照和表5的相同口径，江浙两省同时期有党报的县可见

表6，对比之下，可以看出某县有无党报，和它预算收入在全省的排名并无多大相

关，这种趋势在江苏体现得更加显著。

为何较之民营报刊，党报的存续对县域经济的要求要低很多？虽说除中央这

级外，从省到县的党部大多没有直接主导政务，但作为执政党的分支机构，都能

无偿获取基本经费。如在1930年，江苏各个普通县份的党部，每月都可领到700元

至1200元不等。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少，但就其来源看，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保障的

还不止是本县财政。例如在这一年，高淳（全省各县预算收入排名第47，下同）、

川沙（第49名）、江浦（第50名）、扬中（第51名）的县党部每月领到的经费里有

182元、410元、420元、420元来自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分别占到它们应得数的

22.75%、58.57%、60%和60%。（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而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的经

费，是来自汇聚各县市上缴的省级财政。在1931年的湖南，更是由财政厅每月向27

个县党部直接发放总数4471元补助款（宣传周报，1931）。这样的转移支付，当然

表明在通常身处小县、穷县的被补助对象那里，获得资源的范不限于本地。这还是

1936年江苏有民营报刊县
26个，全省普通县份51个

如皋（1）无锡（2）常熟(3)武进（4）江阴(5)吴江（6）兴化
（7）海门(8)泰县（9）宜兴（10）昆山(11)丹阳(12)淮安(14)崇明
(15)泰兴（18）高邮(20）宝应（21）太仓(23)启东（24）东台(26)
靖江(27)金坛(30)六合(33)宝山（34）句容(41)扬中（51）

1936年浙江有民营报刊县
12个，全省普通县份66个

余姚（2）黄岩（3）平湖（4）海宁（9）温岭（10）奉化（11）
定海（15）海盐（20）常山（28）宁海（30）德清（31）于潜
（56）

表5：1936年江苏、浙江有民营报刊的县预算收入在本省普通县的排名6

表6：1936年江苏、浙江有党报的县预算收入在本省普通县的排名

江苏1936年有党报的30
县，全省普通县51个

如皋（1）常熟（3）江阴（5）吴江（6）兴化（7）泰县（9）
宜兴（10）昆山（11）丹阳（12）南汇（13）青浦（17）泰兴
（18）嘉定（19）高邮（20）宝应（21）沛县（25）东台（26）
金山（29）金坛（30）奉贤（35）萧县（37）丰县（39）泗阳
（43）宿迁（44）溧水（45）睢宁（46）高淳（47）砀山（48）
江浦（50）扬中（51）

浙江1936年有党报的19
县，全省普通县66个

余姚（2）兰溪（3）平湖（4）萧山（6）镇海（8）海宁（9）
温岭（10）诸暨（11）奉化（12）慈溪（13）上虞（14）江山
（17）崇德（26）永康（27）东阳（29）桐乡（32）建德（35）
余杭（37）泰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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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费，如果要办党报，通常还能获得额外的补贴。还是以《如皋导报》为例，

在筹备阶段，该县政府和“四局款产处”就承诺县党部，每月除从地方费拨给120元

外，还将从它们的办公费里匀出86元赞助，县党部自己每月却只用出100元，仅为日

常经费的十六分之一。（江苏党务月刊，1930）实际上，既然党部在县务中形同闲

曹，党报办起来后，也大可一套人马两处用，用不着增加薪酬开支。例如同一年创

办的《黄岩民报》，报社就设在县党部内。工作人员一律不另支薪，只有管发行的

每月津贴4元。此外，还雇用一个老头跑印刷厂送稿取报，每月给10元生活费。（尤

伯翔，1994：91）由此看来，在《如皋导报》的开支预算里有每月228元的生活费，

就很可能是为多要资助开的虚账，而在民营报刊那里，这笔支出绝不可缺。

当然，这样的维系方式诚然与本地贫富关系不大，但也要以该县有党部为前

提。而国民党在“一大”以后，架构就以苏共为范本，只要条件允许，就会尽可能

地做到组织社会化乃至网格化。加之又以训练民众自居，广袤的基层地区当然是它

的空间扩展对象。这样一来，虽说国民党远不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将组织坚实地

延伸到最基层的工厂与村治，还是不难在县段的层级铺开摊子。在很有些侥幸地

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后，这样的扩展也就既有名份上的正当，更有武力和政权可

作后盾。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报告，在1930年初，全国已建立县、市级的党

部或整理委员会、指导委员会634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1930）即便经过

“中原大战”这场内讧，到这年年底，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

安徽、山东、河北，都仍有过半的县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的党部存在。（中央执

行委员会组织部，1930）在这些自上而下展开的基层机构那里，首要的属性当然是

“中央”的分支机构，加之国民党向来意识形态杂乱、社会基础薄弱，所在区域对

他们而言，也就只是降临的空间而非生成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迅速扩展开来

的县党部及其党报，之于各县的区域社会，不仅是普遍的存在，更是被“嵌入”

（embedded）的外来者。但不管这样的组织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徒具其形，以此

为脉络，将党报在空间上铺开却不成问题。而且恰恰是在连绵成片的不发达地区，

这样的延伸方式能让它在基层不仅广延，而且独据。这一规律在山东就体现得尤为

明显。1936年，该省有报刊的普通县份为57个，只有临淄、威海、昌邑、烟台、莒

县、鱼台、黄县7个有民营报刊，却有52个有党报，44个只有党报。

三．从主角到主脉：党报基层优势在战区的发挥与强化

既然在产生条件和维系方式上截然不同，民营报刊和党报其实也就谈不上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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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在这两条并行的脉络中，谁能在走势上更加显著，也就取决于各自生长空间

的扩展程度。仅就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变化的趋势其实也有利于民

营县报。在此期间，以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各大都市为增长极、不断延展的铁路和

公路干线为脉络，诸多地区因被更深卷入近代化的交通和市场体系，获得了显著

的发展。截至1935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数也达到16万公里左右。（申报年鉴，

1936：1016）而在1937年上半年，正太、平绥、陇海、粤汉、平汉、京（南京）

沪、沪杭甬、津浦等9条已建成的干线已在130个左右的县设有车站。（铁道半月

刊，1937）再如在此时的浙江，浙赣线已全线通车，省内公路网也基本完成，除在

海岛上的玉环和定海，全省各县仅有孝丰、泰顺、景宁、仙居未通公路。加上原有

的钱塘江水系，已初步形成线路相互交错的互联式的网络。（丁贤勇，2010）在这

样的格局中，不仅各县普遍受益，更加速了原本偏远地区的发展。如据《浙江财政

月刊》第5卷第10—12期合刊和第9卷第9—10期合刊这两册各县财务情况专号所载

数据，在没有发生明显通货膨胀和税制变更的情况下，从1931到1935年，各县的平

均收入从67504元增长到120802元，新昌（3.19倍）、江山（2.82倍）、义乌（2.49

倍）、等县的增长幅度还远快于此。（浙江财政月刊，1932，1936）不难想见，如

果基本安定能长期维持下去，至少在东部地区，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县能支撑民营

报刊生存。实际上，到1936年全国有至少23个县，党报虽说最早出现却未能独占。

然而，全面抗战随即猝然爆发。在被战火波及的区域，报业的生态环境发生了

两项重大变化。受此影响，不仅党报在基层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从中受益的也不止

国民党本身。首先是在战区各省，膏腴之地大多遭劫。以县城是否被侵占为标准，

到了相持阶段中的1941年，河北、江苏、山东几乎全部沦陷，在浙江1935年预算收

入列全省前30位的县里，也只有7个保留下来（黄岩、兰溪、龙游、乐清、淳安、

义乌、永康）。在这样的局面下，不附逆民营报刊的可生存空间自然远不如战前。

依据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1941年编《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参照李骏著《浙江

百年县报史》补入义乌县《大成日报》，此时浙江共有29家县报，它们分布在23个

县。（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1941：9—1；李骏，2012：69）其中只有5份既非

党报，也非官报。在缙云（1935年预算收入排全省第41）那份叫《佛教公报》，虽

说事迹难以查考，但从名称上看实在不大像商业报刊，其余4份都在黄岩和龙游。

整个战区八省（安徽、广东、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河南）国统区内，

有民营报刊的县只剩下25个，仅及战前（51个）一半左右。

但如表7所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区各省有报县数，反而从1936年的150个

增加到1941年的157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只有党报的县从76个增长到105个。诚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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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国民党党报对本地市场原本就没有多大依赖。而党部要在财政保障之外，再争

取来些资源也并非难事。例如在浙江宁海，就是经县党部书记长出面，从县建设经

费里争取到10万元为《宁海民报》设置印刷所。（胡慕青，1993：201）此事发生

在1940年下半年，根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记载的通货膨胀情况，

这笔钱的购买力约等于战前的5000元。（郭廷以，2015：468）再如仙居县党部也

曾约请该县唯一的印刷所——私营仙居印刷厂为《仙居新报》提供廉价印务，给出

的条件是承诺帮它减免税款。（应华，1988：133）又据《中央党务公报》公布数

据，由于在战时大量征求党员，到1942年6月，已有5个省的党员数量是1930年的5

倍以上，其中战区就占去4个（浙江147724人、湖南160368人、福建119000人、安

徽141676人）。（中央党务公报，1943）既然组织规模大增，仍然是兼职不兼薪，

可以用来办报的人手也就更加充裕。既然财力和人力都有基本保证，在战区各省的

国统区，党报就能守住基本盘的同时，还向贫瘠地区做相当推进。例如在浙江，有

11个县1936年无报而1941年有报，它们是天台、寿昌、景宁、松阳、乐清、云和、

仙居、宣平、浦江、玉环、缙云。除乐清（第23名）和天台（第33名），其余9县

在战前的预算收入排名都在40名以后。这11个县共有13家报刊，除了情况不明的缙

云《佛教公报》，全是党报或者官报，其中党报就有9家，而且都是本县唯一的报

刊。而在此时全省23个有报县里，包括县城北侵占的诸暨、余杭，有13个只有党

报。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原有的经济成长被战争打破，以组织网络为依托的国民党

党报，才能在县报中占有更加明显的优势。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机理，即便大片国土

沦陷，报刊基层化的进程在战区各省仍然未被完全打断，在它们那里，有报刊的

县总数甚至还多于开战以前。在同时期的大后方，县报的成长仍然延续着战前的

路径。伴随着只有党报的县从1936年的15个增长到1941年的29个，四川、西康、云

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十省有报刊的县数也从33个增加

到47个。

当然，如果仅只是面上展开，这些党报之于所在的地方也未见得有多大意义。

然而，战争带来的另一项大变，却使得从这样的基层布局中受益的不止国民党本

有报刊县数 有党报县数 只有党报县数 有民营报刊县数 有官报县数

1936年 150 95 76 51 35

1941年 157 108 105 25 28

表7：1936年和1941年，战区八省各类型县报分布情况（中央宣传部新

闻事业处，1941：9—32、52-56、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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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那就是大报发行网络的弱化。在抗战前夕，以大都市为基地的大报，大多依托

近代化交通路径，建立了相当宽广的发行网络。据尤伯翔的回忆，至晚到1920年前

后，据上海约400公里的黄岩已被申、新两报纳入销售范围。当时是每天从海船运

到海门，再由小轮船转运到黄岩。由于海运运费低廉，在当地售价也就在每月一元

左右。（尤伯翔，1994：90）而据黄萍荪的解释，《杭州民国日报》所以在1934年

改《东南日报》，原因之一就是已行销闽、苏、赣、皖各省与浙赣交界各县。（黄

萍荪，1935）既然有大报可读，当地报纸是党报也好，是民营报刊也罢，在本县公

众那里也就谈不上首选。这也许就是相当富庶的宝山、嘉定、青浦，居然在1936年

没有民营报刊的原因。实际上，在当时的沪杭线上，由于沪报和杭报是瞬息可至，

就算在嘉兴、湖州这样的中等城市，办报都并非易事。（黄萍荪，1935）

但在开战以后，交通网络即便不至完全瘫痪，远转程度也远比此前迟滞，这自

然会殃及到大报的发行网络。以《东南日报》为例，同样借助公路，在开战前，它

每天上午九时左右即可送达绍兴，开战后却最快也隔日才到。（孟锦华，1940）虽

说此时《东南日报》已迁到金华，但金绍之间的公路里程也就是杭绍之间的一倍

稍多。这还是在相对安定的后方，在临近前线的区域，外地报刊有多难送到，从

沈介人的描叙就可见一斑，“去年（1937年）十二月间，我和几个朋友住在孝丰山

中，对于外界的消息，仿佛完全隔阂了，无线电坏了，报纸当然看不到.....忽然有

一天，一位传令同志，从金华带去两张东南日报，虽然是十天之前的旧报，已是

读历史不是看新闻，然而全村识字的人，多争先恐后去看。”（沈介人，1938）虽

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浙江省》“彭公—安吉公路”条，安吉县城递铺

镇是到1948年才接入公路网，孝丰此时还不通公路，但从它的任意地点到金华都不

会超过300公里，沈介人也是落脚村落，而非隐蔽深山。（陈桥驿，1988）而且，

比“十天”这个时间长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读到旧报，是靠“传令同志”的来

到。须知沈介人是军统中人，普通公众能否分享这条通道，又是不是像他们那样配

备了无线电设备，应该问都多余。又据陈乃熙的描叙，在杭州沦陷（1937年12月）

前夕，在义乌，沪杭报刊已完全绝迹，全县公众对外界的了解只能依靠从他和县政

府所有的两台收音机里听来的消息。（陈乃熙，1984：23-25）既然大报会迟到甚

至难到，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收音机的公众而言，有没有本地报刊就跟以前大不一

样，而且在此时战区的大多数县份，党报是最可能长期延续的类型，那么暂且不谈

内容如何，它们本身就是难以替代的主要信源。例如在义乌，就是由县党部和县政

府委托陈乃熙将听来的新闻写成简报，再批量印刷送到本县各个市镇销售。（陈

乃熙，1984:23-25）此后，义乌电气公司因缺乏燃料断电，这份简报只能停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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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年，才由县党部创办的《大成日报》填补了这一空白。（李尚发，1984:25-

26）再如在厦门沦陷后，近在咫尺的同安县几乎无报可读。直到1938年冬，同安县

党部才和迁移来此的厦门市党部合作创办《同安民报》。当时报社没有电讯室，国

内外讯息是通过长途电话接到在泉州的《福建日报》，将口头对话记录下来，印发

散布到县城和所属各乡。（王人言，1985：71-73）其实仅在公开的出版物中，此

类案例就不及备载，至于有多少未被记录下来，就更不得而知。然而，即便仅从只

有党报县在战区有报县中所占的比例（66.8%）来看，不管只是时势所致，抑或确

有担当，国民党党报在此时此地不仅是空间分布的主角，而且是向基层传递新闻的

主脉。

四、余论

格局一旦形成，除非相关环境彻底发生变化，就难有结构性的变动。既然哪怕

在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以前，中国也没有真正从战时秩序中走出来，也就难怪到

沦陷区光复后的1947年，国民党党报在县报的种数（499种）里，都占去一半以上

（276种）。（行政院，1947：165—384）当然，这已是又一轮大变的前夕了。透

过这番剖析，在国民党治下，作为组织构成的党报和民营报刊各自在基层化进程中

所遵循的路径及结果，应该说已得到较为具象的呈现。基于本地的蓄力自发和自上

而下的组织嵌入这两条脉络诚然机理互异，但又在同一时空下并行展开、相互映

衬。就某种程度上而言，从此番图景，我们也许能略为体会在“近代化”于中国的

渐次展开中，其动因之多元和面相之丰富吧。

（责任编辑：王田）

注释 [Notes]

1. 以探讨的视角为标准，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聚焦于某一区域

报刊状况的演变，包括王绿萍、程祺著《四川报刊集览》（王绿萍，程琪，1993）、王绿萍《辛

亥革命前后的四川新闻事业》（王绿萍，1995：48—50）、马艺著《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马

艺，2005）、徐明新著《福建新闻史》（徐明新，2009）、李骏著《浙江县报百年史》（浙江大学

出版社，2012年）等论述。第二类着重于探究某类报刊的源流脉络，在国民党党报方面，最具

代表性的著述首推蔡铭泽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蔡铭泽，1998）。第三

类则是如吴廷俊、沈静《多元报刊群落不均衡生长——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报刊生态状态

考》（吴廷俊，沈静，2014:131-170）着力于重现历史情境下的报业整体生态。正是在这些研究

构成的基础上，笔者才形成了本文的思路。关于全国的县数，可参见傅林祥、郑宝恒：《中国

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的记录，在1928年为1882个、1936年为1945个、1945年为199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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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为2031个，其中行政督导区公署所在县约有240个。（傅林祥，郑宝恒，2003:76）

2. 这份调查录最早连载于1929到1930年出刊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第355期到360期。黄天鹏

编著《中国新闻事业》也曾全文转录。日本外务省对中国报刊和通讯社所作定期调查虽说起

始早、延续时间长、对报刊记录详细，但一直仅及于重点城市。

3. 国民政府在各省设立行政督导区，始于1932年，此后经过调整。在被选为该区公署的县份中，

民初废府存县前的府治大多包括在内。例如四川省在1935年的18个行政督导区公署分别设在

温江、资中、自贡、巴县、眉山、乐山、宜宾、泸州、酉阳、万县、大竹、南充、遂宁、绵阳、剑阁、

达县、万县（傅林祥，郑宝恒，2013:234-235）。与《清史稿》卷六十九（地理志十六）（赵尔巽

等，1976：2207—2240）相对照，其中至少资中（资州直隶州）、巴县（重庆府）、眉山（眉州直

隶州）、乐山（嘉定府）、宜宾（叙州府）、泸州（泸州直隶州）、酉阳（酉州直隶州）、南充（顺

庆府）、绵阳（绵州直隶州）、达县（绥定府）10个曾是正式的统县政区首府。再如福建在1940

年共设7个行政督导区，公署分驻闽侯、南平、建阳、永春、龙溪、龙岩、长汀（傅林祥、郑宝

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61），对照《清史稿》卷

七十（地理志十七）（赵尔巽等，1976：2241—2262）。也有南平（延平府）、永春（永春直隶

州）、龙溪（漳州府）、龙岩（龙岩直隶州）、长汀（汀州府）5县属于这种情况。

4. 根据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编:《中国报刊调查录》（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1929a；上海寰球中

国学生会，1929b；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1929c；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1929d；上海寰球中国

学生会，1930a；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1930b）、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许晚成，

1936）整理。也许是许氏当时求全为尚，有些报刊虽有其名，却至今没有看到实物，关于这一

点，王绿萍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王绿萍，2011）中即有多次谈到，但该书

仍是目前在这方面最通用的工具文献。所列报刊的性质，是根据“读秀”等数据库所录各地地

方志和文史资料检索结果所作的人工核对。

5. 如据《江苏省各县新闻事业调查表》（《明日之江苏》，1929：9—14）的记录，该年江苏的普通

县有报刊37份，其中有25份明确标注发行范围为本县或以本县为主。而口气很大，标注“国

内”、“中国全境”乃至“国内及日本欧美”的5份，发行量都不到1000，应该是在吹牛。

6. 根据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许晚成，1936）、《江苏省各县二十三年度县地方预

算岁入统计表》（《江苏省审计部，1935：120-121）、《各县市预算分类比较表:二十四年度各县

市地方岁入预算分类统计表》（浙江省政府财政厅第四科，1936：1—6）整理。因为两省并非

年年公布各县预算，所以各取其离1936年最近的年份数据。但由于年份不一，所以只能做各自

省内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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